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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和从事工业生产已经有了超过３０年的历史，“农民工”

这一身份的异质性也在增强。其中平均年龄在２６岁，人数接近１亿人，频繁在各地、各行业／企业跳槽

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身份认同呈现明显的过渡性。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渴望成为城市人（趋）

而不能，不愿成为农民（避）亦不能，徘徊在以城市居民身份替代农民工身份的过程之外，而且表现在城

市和乡村对他们的双重身份排斥而导致的身份边缘化（半城半乡），以及既不认同农民工身份，也不认同

城市居民身份的身份空白化（非城非乡）。本文梳理了认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５个理论视角，试图通过

对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涵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中的群际关系理论、社会心理学的动态建构理论、社

会表征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梳理，为认识农民工身份困境提供理论思考资源。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认同困境来自制度性分类，而非个体在身份选择上的徘徊。他们的身份认同困境还来自制度性分

类本身带有的地位高低的结构性，与他们渴望向上流动的动机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他们处于两种力量

的角力之中，陷入双重排斥的处境。透过新生代农民工这些身份认同困境，可以看到城乡权力关系中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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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化

自中国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已经接近

６０年；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农村劳动力跨地域流动基

本规模已经达到２亿多人，其中４８％的人是１６－

２５岁的新生代农民工；２０１２年，有着几千年农业

文明史的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５０％，经济增

长速度也跃居世界前列。这些数字记载着我国近

３０多年来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可以让我们了解

本研究的背景。城镇化水平超过５０％不是简单

的人口百分比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

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

极其深刻的变化，因而也是人的社会心理的城

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具有鲜明时代

特征和群体特征的人群。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和

相应的社会心理城镇化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不

同，因而，聚焦他们的城市融入问题，并且透过城

市融入的心理过程和策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意

愿，是解读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

心理的重要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

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杭州新老市

民社会心态及家园认同研究”联合课题组在２０１２
年完成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８７０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问卷为

３１９份。

调查发现，在大城市工业园区打工的新生代

农民工的社会人口特征主要是：（１）男女性别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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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即新生代农民中男性和女性都外出打工，

并且都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就业，成为工厂工人。

（２）３０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的工厂中占

六成，平均年龄２３岁。（３）在工业园区工厂就业

的工人中，新生代农民工占６８％。（４）新生代农

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接近２０％；高中

接近６０％；大专学历者（含在读）占１５％；大学本

科学历者（含在读）占５．０５％。（４）新生代农民工

在一地生活的时间比较短。以本次调查为例，１
年以下者占４２．５０％；１－３年者占４４．００％；３－５
年者占８．５０％；５－８年者占４．１０％；８年以上者

占０．９０％。总体看来，在城市工业园区工作的新

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水平具有较

强的流动性，在社区的居住时间平均只有１．７７年。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大，可以利用的社会

支持资源却较少。他们所感受到的总体生活压力

感介于“一般”与“有点严重”之间。从总体水平上

来看，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高于城市居民。在

我们调查的１８个领域的生活压力中，由高到低排

在前五位的是：医疗、住房、收入、婚姻、学历。

２６．８％的人收入为１００１－２０００元，５４．８％的人收

入为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两项合计为８１．６％。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公平感和低地位感较

强。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觉得这个社会“非常

不公 平”者 占 １９．８１％，“比 较 不 公 平”者 占

３７．７４％，两项之和为５７．５５％。觉得这个社会

“比较公平”者占 ４０．５７％，“非常公平”者占

１．８９％，两项之和为４２．４６％。进一步来看，在被

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超过四成的人认为在外

出打工期间受到过较多的不公平对待。统计分析

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在外出打工期间最常遇到的

不公平对待主要有“同工不同酬”、“工作种类不平

等”、“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工作机会不平

等”等。他们在主观地位认同上更多地表现出向

低认同的倾向。６６．８８％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

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或下层。

面对不公平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应对方式。

在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９．７６％的人选择“求助

政府机关”；３７．２８％的人选择“离职”；９．０６％的人

选择“自己找人私下解决”；２０．５６％的人选择“忍

气吞声”；１．７４％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不相关

的其他人身上”；３．１４％的人选择“把怨气发泄到

物品上”；１２．５４％的人选择“求助社区”；５．９２％的

人选择其他方式。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满意度居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市民相差一个等级。

超过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现在的生

活不理想。在询问“什么是你想要的生活”时，新

生代农民工讲得比较多的是“有自己的事业”、“有

一份稳定的长期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收入

好点”、“跟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享受社会保

障”、“有闲暇的时间和可支配的时间”、“简单、平

淡”等等。这些他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就是基本的

应当得到的生活内容，也是大部分城市居民已经

享有的生活。

统计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尚

未明晰：（１）近五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并不常常

会想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超过三成的被调查

者表示自己常常会想到自己是一名“农民工”；（２）

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与大多数的“农民

工”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别，超过两成的被调查者表

示自己与大多数的“农民工”没有区别；（３）超过六

成的被调查者表示为自己成为“新杭州人”（所谓

“新杭州人”并不能等同于“杭州人”，但是能够反

映出城市对农民工一定程度的接纳态度）中的一

分子而感到高兴；超过三成半的被调查者表示与

家人相比，很高兴自己是一名“新杭州人”。从上

述百分比分布可以看出，为数不少的被调查新生

代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认同———“打工者”和“新

杭州人”。

大多数新市民在“打工者”、“新杭州人”两种

身份认同上并非是“非有即无”的关系，而是两者

兼有之。同时还可以看出，这两种身份认同并非

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换而言之，高“新杭州

人”身份认同者，对“打工者”身份认同也高，认同

者有６５％以上；而真正认同新杭州人，不认同农

民工身份的人，只有１８％左右。低“新杭州人”身

份认同者中对“打工者”身份认同高的人并不多，

只有不到１５％。那么那些既不认同新杭州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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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也不认同农民工身份的人在二元城乡结构和

流动到城市后认同什么身份，就值得探究了，这批

人超过五成半。

可以推测，这超过五成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处

在身份认同的过渡期或者迷茫期。他们可能知道

认同“新杭州人”并不现实，因为大城市并不容易

安家落户；但是，接受“农民工”身份，如果返乡，既

不符合他们出生长大的环境和经历，也不符合他

们的期待。如果留在工业园区或者在制造业的不

同企业跳来跳去，长期漂泊不定，也不符合他们的

期待。他们遇到的是双重排斥，遇到的是别无选

择的选择。这种没有未来的漂泊身份，让他们很

容易选择当下，不能奢望未来。

二、认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几个

理论视角

社会心理的城镇化过程，从客观上看是指个

体从乡村生活状态逐渐被城市文化同化的过程。

从主观上讲，是来自乡村的个体主动或被动融入

城市文化的过程。人的社会心理的城市化或城镇

化，应该包括两个视角，其一是融入过程的社会心

理机制和特征；其二是融入的内容和程度。伴随

着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

业户籍者大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面临着劳动

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等困境，享受各类社会保障

的比例明显低于具有城市户籍的市民。他们流动

在打工城市和家乡之间。进入青春期的新生代农

民工更是不知未来心安何处，家在何方。这种漂

泊感带来的焦虑和青春期的身心躁动交织在一

起，使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生存

处境有可能凝结为一个社会问题。［１］针对新生代

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反映出来的制度、社会和个

体层面的问题，需要深入进行分析其根源，才能破

解。在这方面，有几个理论视角可供借鉴。

（一）跨文化心理学的涵化视角

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看作个体对新

社会文化的融入，那么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最

早研究异文化适应的社会学家帕克（Ｐａｒｋ，Ｒｏｂｅｒｔ

Ｅｚｒａ）。他提出的“熔炉理论”（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

ｔｈｅｏｒｙ）广为人知。具体包括接触（ｃｏｎｔａｃｔ）、融合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和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三个阶

段。［２］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等

人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的研究则强调同化过程不仅

包括原有文化的改变，还包括两种文化的相互改

变。［３］心理学家的研究则以贝里（Ｂｅｒｒｙ，Ｊ．Ｗ）从

１９８０年至今进行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移民研究最

为系统和最有进展。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相对于跨国／国际移

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国内移民过程。其心理过

程和特征可以借用贝里厘清的５个主要概念来进

行探讨。这５个概念是：（１）“涵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
ｔｉｏｎ，也译为“文化适应”）。最初，这一概念被看

做一个单一的维度，即由从拒绝到接受的两极构

成，描述移民从原有文化（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向客

居文化（ｈｏ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过渡和转化。经过多年

的研究，跨文化心理学家发现，涵化不但意味着移

民与客居地居民的各方面相似性增加，例如，当地

语言的使用、朋友不再限于移民圈、接受当地的风

俗习惯等，而且还应该包含文化间的互动甚至创

新。［４］（２）“复数社会”（ｐｌ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一般是所

谓支配性（ｄｏｍｉｎａｎｔ）或非支配性（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的社会组成，它们在权力关系上往往是不对等的。

特别是处于强势与弱势群际关系当中的身份认

同，实际上反映了主客文化的权力关系。（３）“心

理同化”（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包括涵化

过程中的涵化压力（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文化冲击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ｃｋ）等。（４）“文化距离”（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即主客文化之间在相似性方面的差距，

以及个体在期间的位置选择。有些人选择努力接

近新的文化，有些人则选择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５）“适应”（ａｄａｐｔｉｏｎ）。这是个体或群体对外在

文化环境要求的相对稳定的改变和顺应，可以区

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５］

不同的文化融入策略和选择，被概括为涵化

动机与态度的双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贝里区分

了４种身份。其一，原有的社会身份认同；其二，

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其三，双社会身份认同（ｂ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其四，复杂的混合身份认同（ｃｏｍ－

ｐｌｅｘ　ｈｙｂｒ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参见表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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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涵化动机与态度的双维度模型

保持原有文化身份的动机与态度

高／积极 低／消极

获得 新 文 化

身份 的 动 机

与态度

高／积极
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双文化认同

双文化身份

趋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客居文化认同

新文化身份

低／消极
分离（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原有文化认同

原文化身份

边缘（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混合身份认同

不确定身份

　　在这一框架基础上，贝里将客居文化对移民
的态度也纳入分析框架中。他分析了移民的４种
应对策略：（１）多元文化取向（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２）熔炉取向（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３）种族隔离取向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和（４）排斥取向（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５］

这一框架被很多相关研究者所使用，在诸多
研究领域中有许多发现，但也有人质疑理论框架
的分类逻辑问题。［６］事实上，这一框架着眼于动机
与后果之间的原型式的心理关系，并没有将复数
社会、文化距离这两个概念表现出来，恐怕是更为
严重的疏漏。这一疏漏的结果是，忽略了文化权
力关系这一社会结构性特征带来的影响。
当我们使用这一视角分析我国城镇化历史巨

变中的农民工身份问题，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疏漏。
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明

显标志的身份概念。这一身份鲜明地打上了我国
自上世纪５０年代起实行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
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改革开放
后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世纪
初加速形成的城市化进程等半个多世纪发生在中

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烙印。新生代农民工的
身份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一般移民（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所遇到的文化冲击（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ｈｏｃｋ）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移
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都是社会流动的产物。特别
是，他们都是在地理空间、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存
在差异的社会之间转换。不同之处在于，新生代
农民工与老家还保持着重要的联系，虽然这种联
系并不都是自愿的、可选择的，但至少每年春节，
他们大多会选择返回，与亲人团聚。他们在老家
与亲朋好友分享外出的经历，用外出务工得到的
收入盖房、结婚、赡养留守的老人和抚养留守的孩
子。在农村的家，仍然是不能不回的地方，社会保

障、家庭责任、牵挂以及一些梦想仍然在那里。同
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某一个地方，他们了解了都
市，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学会了专门的技能，接受
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向一个“城里人”靠
拢。他们在两个被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
各类因素割裂的地方流动、徘徊、往复，不知道最
终会落在哪里，不知道最终能够落在哪里。作为
农村人，他们有户口，有土地，有房屋，但是，新生
代农民工大多从未务过农，土地对劳动的排斥已
经让他们无法依靠土地谋生和发展。很多人都是
在“不外出没有活路”的情况下远走他乡的。有一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长大

的，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已经不限于出于谋生的动
机，他们还希望获得自己的新身份，和城里人一样
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具有的身份，并不是一个
社会所正式或非正式接纳的移民的身份，而是在
一个制度的边缘和空隙中谋得了一种带有模糊

的、暧昧的、两栖的、可进可退的身份。他们面对
的，不仅是跨文化心理学关注的文化融合（ａｃｃｕｌ－
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文化社会适应（ａｄａｐｔｉｔｉｏｎ）的问题，［７］

还有制度性歧视和排斥的问题，并且是来自城市
和农村双重的制度性歧视和双重的社会排斥。
因此，我国跨城乡的农民工流动，其特征并不

是典型的文化间的转换和适应，也不是文化濡化
的过程（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是有别于涵化的一个概
念，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纵向的传播过程），而
是从低身份（农民）向高身份（城市居民）的移动和
过渡过程中，个体或整个农民工这一社会类别在
身份协商中权力资源过少而导致的无法获得新身

份或获得高身份过程受阻的问题。因此，从社会
制度和社会政策层面赋权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
代农民工，可能才是认同改变的关键所在。在解
读这一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时，将文化距离（ｃｕｌｔ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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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概念转换为权力距离概念应是一个
关键点。因为它凸显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两
类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群际关系与身份认同视角
身份认同是与群际关系（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相关联的概念。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
同放在群际关系的视角之下，可以看到类别关系
带来的影响。群际关系来自两个以上的社会类别
之间形成的心理关系。当个体通过身份认同，找
到了自己的同类，就会形成一个区分的边界。边
界内部形成“我们感”或者“内群体”（ｉｎｇｒｏｕｐ）感
受，而边界之外的就是“他们”或者“外群体”（ｏｕｔ－
ｇｒｏｕｐ）。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就形成了群际
关系。［８］

这一以“区分”为核心的理论视角看似简单，

由“社会类别”带来的身份认同也是社会日常生活
中最常见的社会事实和心理事实。然而，异文化
之间的接触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社会
比较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及 社 会 优 势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较为凸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于弱
势文化群体而言，与强势文化群体接触会带来一
定的心理代价（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ｓｔ）。［９］不同地位
的社会群体，不仅相互区别，而且在社会地位结构
中处于支配－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中。社会支配理
论（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正是在这方面将“区
分”概念赋予了权力关系的意味。［１０］

外来务工人员大量出现在城市中，让“城里
人”与“农民工”形成两个相互必须正视的群体。

由制度上建构出来的这两个社会类别，经过几十
年的历史固化，和另外几十年的破解，面对和参与
着这样一个变动的过程，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
群体都身不由己地面临着群际关系及其调整。他
们彼此知道对方，能有一定的印象和判断，也在城
市的大街小巷和工作场所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接

触。可以说，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工和市民在城
市中相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嵌入。农民工进入
城市生活，市民了解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在
很多方面依赖他们提供的服务，也感受到就业的
压力、环境的拥挤、资源的重新分配、原有城市生
活秩序被打乱等等改变。从农民工的角度看，他
们带着新的身份，也感受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

被隔离和区别的“另类”生活，他们会本能地思考
这种处境的缘由何在，为什么自己一出生就变成
了二等公民？对于社会身份和地位，他们有自己
的信念和原因归属倾向，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
行动策略和对未来的预期。这样的社会接触，不
是简单的内外群体的接触，而是两个制度上和社
会心理上权力地位不同的群体类别的接触。

泰弗尔（Ｈｅｎｒｉ　Ｔａｊｆｅｌ）是最早提出身份认同
概念并且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家。他
认为，人们对他／她属于某些社会群体的知识，同
时对他／她的群体成员身份（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赋予某些情感和价值上的重要性即是身份认

同。［１１］索茨（Ｐ．，Ｔｈｏｉｔｓ）和缠舍普（Ｌ．，Ｖｉｒｓｈｕｐ）

则强调这一身份的获得具有社会建构性。他们将
社会身份认同界定为“被个体接受，用来描述自己
或自己所属群体的，被社会建构的和被社会赋予
意义的类别”。［１２］

农民工这一身份并非持有者自愿选择的身

份，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被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
以及城市人赋予的。因而，尽管在城市生活中农
民工和城市人在许多场合下分属两类人，也有很
多农民工在这个分类系统中自认为是农民工，但
是这种类别化存在很强的剥夺性，是一种剥夺性
身份和剥夺性群己和群际关系。这种剥夺性，体
现在调查中，有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同自己
是农民工，或认为自己既是城市人也是农民工，或
者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民工。［１３］在这样的身份
中，不但包括一般理论意义上的通过显著性特征
来进行的自我归类，还包含着自身的感受（共同命
运感、被剥夺感和不平等感）和他人的评价（刻板
印象、污名、排斥），也包含着行为卷入（疏离城市
人、返乡）和社会嵌入（乡土关系网络），［１４］其身份
内含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多元身份、角色丛概念的
含义。

（三）社会心理的动态建构的视角
芬兰裔的社会心理学家杜尔琦（Ｋａｙ　Ｄｅａｕｘ）

出版了专著《作为移民》（Ｔｏ　ｂｅ　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试图从社会身份建构的角度，“问所未问”，从而
“见所未见”。［１５］她认为，移民的身份认同，不仅是
一个社会流动（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的过程，而且是一
个动力的和象征的过程（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ａ　ｓｙ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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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因此，要把个人放入情境中，特
别是放入情境中的具体情景中（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１４］从而看到个人在社会文化情
境下的处理和应对具体事物和事件的内部过程。

特别是其中个体所进行的身份协商过程（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ｅｇ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是个体确定自己与他人、自己与本
群体、自己与他群体、本群体与他群体的关系
过程。

杜尔琦特别将社会心理学对于移民身份认同

问题的分析水平置于佩蒂格鲁（Ｔ．Ｆ．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所区分的宏观、中观、微观中的中观水平上。她认
为宏观水平（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的诸因素从社会结构，

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政策、组织和社会表征方面为
移民的身份认同提供体制、组织和意识形态、社会
共识方面的背景。微观水平（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则是从
个体的态度、动机、价值观、信念、人格角度显示出
具体的内部过程和个体差异。而中观水平（ｍｅｓｏ
ｌｅｖｅｌ）恰恰关注的是社会互动的环节，能够揭示出
个体与情境之间相连接的中间过程。正是在这
里，移民持续的直接接触（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异文化的体验被展示出来。帕迪利亚
（Ａ．Ｍ，Ｐａｄｉｌｌａ）与佩雷斯（Ｍ，Ｐｅｒｅｚ）将杜尔琦的
中观水平和贝里的“心理涵化”概念操作化为四个
主要因素：社会认知、文化竞争、社会认同和社会
污名。［１６］

帕迪利亚以及基弗（Ｓ．，Ｋｅｅｆｅ）将文化知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用定量的方法进行了测量，

具体包括客居文化语言使用的优先性、对客居文
化的文学艺术欣赏和理解、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
知晓和关注、社会行为规范的接受和遵守等。同
时，还用族群忠诚度（ｅｔｈｎｉｃ　ｌｏｙａｌｔｙ）概念反映移
民对自身先赋性族群特性（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ｂ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
ｔｙ）的恪守程度。他们从追踪数据中发现，在墨西
哥第一代到第四代移民中，文化知觉呈现出持续
上升的趋势，其中，从第二代开始出现了急剧的上
升。但是，这些移民却保持着很强的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适应和接受新的文化，但是他
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墨西哥人。［１７］－［１８］

这里就反映出文化竞争和身份协商的内容

来。移民需要重建自己的认知结构、重新定义自
己的身份，这是一个人与两个身份谈判，其中不同

的个体会经历不同的情绪感受，例如，失望、愤怒、

压抑、生气、冲击感等，最终接受或者疏离新的文
化。因此，新近的一些研究关注到移民的自尊水
平、情绪体验、文化疏离感等方面，帕迪利亚与佩
雷斯提出了更加具有社会心理过程特征的新视

角，即包含上述４个成分的心理同化理论。［１６］

文化心理学家康萤仪（Ｈｏｎｇ　Ｙｉｎｇ－ｙｉ）等人
在对双文化个体（ｂ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文化动态建构模型（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ＤＣＭ）。在这一模型中，首
先，文化被定义为群体成员共享的知识网络（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这里的知识是指
文化群体内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俗民基本观念
（ｌａｙ　ｔｈｅｏｒｙ）。作为知识传统的文化具有如下特
点：为成员所共享；外化于器物、符号、风俗甚至社
会制度中；是群内成员交流的基础；具有代际相传
的特点；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不断变化。其次，不同
文化群体分享不同的知识体系。第三，启动不同
的知识网络会得到不同的行为反应。第四，对于
同一文化成员来说，虽然共享相同的知识体系，但
与其他知识特性一样，共享知识也具有可用性（ａ－
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接近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适用性（ａｐ－
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等特点，知识的提取和启动需要特定
情境的唤起（ｅｖｏｋｅ），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
号（ｉｃｏｎｓ）的出现会激活相应的行为反应。第五，

个体不同的特质作为边界条件（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和调节变量（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调节文
化作用于个体行为的过程。［１９］康萤仪等人提出的
动态社会建构论，让我们理解农民工城市融入时
的身份认同，需要从对文化知识的共享角度来评
价，因为文化身份是具有社会性的，必须与另一文
化成员共享，并且这种共享将建构出一种新的现
实。此外，有可能在建构过程中出现多元文化个
体的心理结构，使之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

此外，这一理论让我们对移民研究中有关双
文化身份认同整合（Ｂ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ＢＩＩ）的研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理论挑
战了贝里等人的移民文化适应的理论，提出双文
化身份本身的积极意义，并且对移民个体双文化
适应的心理机制进行了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
注意ＢＩＩ理论本身的预设。个体整合双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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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机制，即被称为文化开关框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ＣＦＳ）本身具有社会环境赋予的
意义，因此对于社会文化适应来说，既可能是积极
的，也可能是消极的。［２０］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当户籍制度尚未进
行彻底改革时，他们在制度夹缝中的求生状态与
国际移民存在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这里的文化
差异主要是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有语言、习俗、

生活方式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身份中权力意义
的差异。农民工的低地位，使移民的含义主要定
位于地位上的移动，因为两种文化之间在社会表
征上可能是上下对立的。当然，在个体层面，积极
的双文化体验，对于个体的双重身份整合具有正
面的影响。动态建构的理论视角让我们看到地位
移动的内部过程的重要性和个体对身份的建

构性。
（四）社会表征理论视角
社会表征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

ｒｙ）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Ｓａｇｅ　Ｍｏｓｃｏｖｉｃｉ）在反思美国主流个体主义心理
学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
后，影响和带动众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使用社会
表征理论范式进行各个领域研究。

社会表征体系的形成和变迁是社会表征理论

讨论的主要内容。社会表征的核心是对陌生的知
识熟悉化（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这种转变过程不是人们主动掌控的，而是
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并且可分成两种过程：固
化（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又译锚定）和客体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固化是指利用已有的知识吸收和同化不
熟悉的知识，通常有两种方式：命名（ｎａｍｉｎｇ）和
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也就是说用类别化和命名的
方式使不熟悉的知识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从而
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客体化是指使抽象的概念具
体化，也就是说对某种抽象知识的感受可以用产
生类似感受的具体化知识或概念类比出来。［２１］

莫斯科维琦认为，社会表征有三种形态：支配
性（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表征，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或意识
形态会对普通人形成示范性的具有霸权或支配性

的社会表征；解构性（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ｅｄ）表征，在被社
会主流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表征中，会

出现亚群体对主宰性共识体系的解构；激化性
（ｐｏｌｅｍｉｃ）表征，在社会变迁中对立的群体各自构
造的表征体系会产生冲突。概而言之，社会表征
理论为探讨社会或群体共识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社

会心理取向的解释。［２２］

社会表征理论因其对“社会性”的强调和对现
实问题的关注，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例如：法
国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对精神分
析的不同社会表征研究；法国社会对健康与疾病
的社会表征研究；白人与黑人对艾滋病的社会表
征比较；人权的社会表征研究；欧洲一体化的社会
表征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质量的社会表征
研究等。［２３］

社会表征研究范式在两个方面可以运用于农

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１）更倾向于在社会文化历
史的背景中寻找人们心理机制产生的基础。社会
表征理论借鉴科学史学“基耦”的概念来讨论人们
的社会表征中深层的核心机制。这一概念核心机
制是指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社会思维与社会行为根

植于其文化中，讨论的是社会表征显性内容与深
层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共识存在的相互依赖关
系。例如，农民工群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其
他社会群体如何看待农民工身份？这两种看法在

人们的脑海中如何表征？“穷、脏、文化水平低、不
适应城市生活”等社会污名与城乡分割的制度之
间，与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布之间存在怎样的关
系？（２）强调沟通及社会与个人的互构性。社会
表征理论强调沟通和符号互动系统建构共同框架

影响态度改变和行为干预中的作用。社会表征的
形成可以分为６个过程：遭遇不熟悉事件；对不熟
悉事件进行应对；锚定和具体化方式形成表征；对
新事物产生社会表征后以符号方式通过大众媒介

和人际沟通形成；通过不断的沟通使用新概念，将
陌生的现象转化为共同知识；共同知识表征带来
群体的社会认同。在这里，社会表征理论更强调
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社会表征的过程即是个体获
得内化知识的过程，也是个体与他人沟通的过程，

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是社会事实被不断建构的
过程。这种动态的社会与个人互相建构的机制与
社会心态的社会与个体双向建构的特性具有一致

性，因而其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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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在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中。因为身份本身就
是一种表征，它包含了社会关系、权力距离和群际
关系、个人身份整合经验的建构，是社会对心理的
嵌入的结果。一个人认同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民
工，抑或是两者都认同或都不认同，表面上看是一
个人的选择和认知过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支
配性和个人的选择性之间的博弈，反映了个人的
选择性与内外群体的关联性。

（五）全球化的视角
全球化的视角也是社会变迁的视角。全球化

带来的影响，不仅影响到移民身份中主客文化之
间的协商，而且以更大的冲击力和全球性身份认
同的力量，包容了主客文化之间的差异。这里，强
势文化的特征更为明显，但同时，在地化的力量和
保持文化特征、接受文化多样性的动机和情感也
更为强烈。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的身份认同就
变得更为多样，不限于主客两种文化的处理，而且
包括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视角还揭示出大众传媒时代对城乡

文化边界的冲击，代际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超过
了城乡之间的差别。［２４］特别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新
生代农民工，与其他青年群体也有很多时尚文化
的共同之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的预期
高，出现对原生文化的疏离感和受到排斥后的客
居文化疏离感会同时存在。［２５］

这一理论视角提示我们注意，新生代农民工
不仅是农民工，更是青年新生代，他们的青年身份
认同可能会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困境，也可

能因人力资本（学历、城市经历、工厂经验等）超过
上一代农民工而出现化解困境的契机。他们选择
身份的动机将会更强，冲破城乡户籍等制度藩篱
的要求也更为迫切。

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特点
从上述理论视角的分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认同问题是城乡关系的现实表征。当我们从
多个视角来进行观照时，可以了解到社会结构性
问题以及人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其中，文化同化
与全球化的视角注重了个体在文化间接触、影响
下的反映，特别是在身份问题上的应对策略的不
同。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依然
具有过渡性。一小部分人可能已经完全认同城市
人身份或工人身份；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认为自
己就是农民，不会被城市接纳；更多的人认为自己
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城市人。这种双重
认同，并非双文化整合，而更具有过渡性。还有一
部分人认为自己处在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民
这种双重排斥的身份中间，处在身份的空白期。

双重身份具有过渡性，也可能成为身份认同的策
略，并且可能保持着某种弹性和回旋的心理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可能不是源自双重接纳，反而是
双重排斥，因而这种状态就具有负面的影响，是一
种身份困惑（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不能整合而表
现出的过渡性，增大了身份焦虑，也提升了获得身
份选择自由的迫切性。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在
这一类当中（参见表２）。

表２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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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际关系的视角让我们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置于城乡关系之中，从而理解身份的建构不是单
方面的选择，而是内外群体的共识；不是个人意
愿，而是社会结构性分类导致的上下位差和地位
关系。半城半乡的处境，是有城不能入，有乡不愿
回。城市的准入门槛很高，而回乡意味着贫穷和
没有出路。社会表征的理论视角，将农民工身份
认同的困境或过渡性重新嵌入社会环境中，将权
力关系的意义彰显出来。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
身份困境也是他们与城市人的群际关系困境。如
果要实现城镇的心理融入（心理城镇化过程），就
必须解决农民工、城市人这样的社会类别的制度
性、地位性划分。只有这样，才可能逐步完成：（１）
身份制度的融入（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等），（２）经济活动的融入（例如就业、消费、金融
等），（３）社会生活方式的融入（例如通婚和亲属关
系、社会交往、生活习俗、社会参与等），（４）语言和
公共媒体的融入（例如语言和公共媒体使用），（５）

社会心理融入（例如获得平等感、和谐的新老市民
关系、社会合作的取向、恪守契约信用等）。
社会建构论则特别让我们注意到，新生代农

民工实际上是一群具有与现实制度环境博弈意愿

的人，尽管可能拥有的各类资源都不足，但是他们
有自己对身份困境的意义建构和解构的动机，有
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意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徘
徊正是身份不满的表现。

１９１４年，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
家就开始关注移民问题，至今这一领域已经有了
百年的积累。移民研究凸显了社会文化身份这一
议题，透视出所有关系、边界与过程。但是，这一
概念，正如阿什莫等人所言，必须放回原本发生的
社会文化情境中。［１４］而中国农民工身份问题，也
必须放回中国６０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放入权
力关系中，放入农民面对身份区分和弱势地位的
反抗应对中。它应该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洞悉我
们的社会是否为好社会（ｇｏｏ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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